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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
———基于企业用工转型和数字生态赋能的视角

禹心郭　黄送钦　吕　鹏

［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２０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和区域层面数据，从企业内部用工转型和外部数字生
态赋能的新视角进行研究，系统分析了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企
业数字化深度的增加，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且有着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通过中介分析
检验企业用工转型的升级路径，发现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可以通过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工、人
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等机制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同时，数字生态禀赋在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
资增长之间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强化了企业数字化深入带来的工资增长。本文为企业用工的可持续性
和收入普惠增长提供了参考依据，并对促进数字中国建设和推动新型工业化有着政策启示意义。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深度；工资增长；定向技术革新；数字生态禀赋

一、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的突破性进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生产的要素投入、组织模式和商
业形态，加速了先进知识理念和科学生产的创新扩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兴动能和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了
加快数字化发展和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性，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 《数字中国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１７—２０２１
年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增长，规模由２７．２万亿元增至４５．５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３２．９％升至３９．８％，网民总量由７．７２亿涨至１０．３２亿，并已建成１４２．５万个５Ｇ基站，超过全球
总量的６０％。总的来说，这些新动态已为进一步加深数字化、赋能新产业新业态、营造良好数字
生态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引擎，企业对于宏观区域发展与微观个体福祉有
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为企业的创新变革、换道超车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机会窗口与创新路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进一步指出，民营经
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需要引导民营企业适应新发展格局、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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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新发展理念。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不断加深，推动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促进了民营
企业转型升级，加速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而这也将切实增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和活力。

数字化在促进生产效率的同时，既带动了企业用工转型和工人技能溢价，也带来了技术进步不
断深入后亟须解决的 “能力鸿沟”与 “福利分配”等问题。联合国在 《２０２１年数字经济报告》中
揭示了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渗透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不可持续风险，并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５
年数字战略》中倡导各国尽快构建具有普惠、包容和韧性的数字生态系统，推动数字技术在生产消
费中的全面使用和开发共享。尽管我国信息基础设施普及迅速，数字化转型又初具规模成效，但仍
存在着企业间数字应用水平参差不齐、企业内数字治理模式滞后、数实产业融合不均衡、区域数字
应用分化、技能收入差距扩大和供需不匹配等问题。尤其是随着数字化的深入，企业正加速由劳动
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模式，科技革新的浪潮催促着企业内部进行用工转型和人
力资本升级，用活员工存量、优化技能结构、完善薪酬设置，实现工资收入与企业收益同步增长。

而如何借助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禀赋和数字资源禀赋，对组织分工和经营管理进行优化与分配，这无
疑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将 “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
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作为主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现代化。为此，在数字化深入的过程中，如何防范破坏性创造的诸多风险并缩小区域技术鸿沟，如
何推动企业用工转型和员工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如何更好地进行合作分工与生产互惠并实现可持续
的增长，亟需更多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关注。

在理论研究中，一个长期的问题是技术革新和社会福利的提升不同步，尤其是工资增长速率和
劳动生产率提升的不同步。① 近期有文献提出潜在的原因或是，企业对于先进技术的吸收应用不平
衡导致的生产力差异扩大，钳制了低效率企业的工资支付空间，而企业仅特定增加高技能工人的工
资，令工资增长率放缓，使得员工整体平均工资呈现出下降趋势。② 那么，随着企业数字化的不断
加深，工资增长和工资水平会产生何种变化？技术进步对企业而言往往是定向的③，企业家对资本
节约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投入和分配，直接影响了生产力和工资增长，而企业间异质的创新扩散
带来了乘数效应并增大了工资差距。④ 恰如熊彼特在 《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到的，技术进步是创新
和增长的关键内部要素，在破坏性创造的过程中，企业的存亡兴衰在于能否适应并改变过往的生产
方式，而这就需要企业家对各类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⑤ 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形成的工资差异，其
内部的作用机制可以理解为：企业定向技术革新带来了利润最大化的专用资本⑥，投资数字技术和
技能人才的组合分配，需要企业家抉择适宜的数字化深度和分工专业化程度，进而跃迁至更包容的
技术进步和更高维的分工结构，并推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升级和用工转型。本文也由此与现有文
献中关于技术进步、企业分工和人力资本间的补充替代效应展开对话。⑦ 而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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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受到区域技术差距和市场环境的影响。从数字生态的视角看来，高质量的数字生态禀赋可以加
深企业数字化转型，既便于企业聚合资源，也利于生产报酬递增，实现交易效率提升又以更低的成
本产生互补效应和集成比较优势①，并为企业提供更具韧性也易于适应的平台，在破坏性创造中达
成更合理的生产互惠与产业分工②；同时，也降低了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释放了数字要素的无形
价值，缩小了技术鸿沟，并支撑后发企业数字化发展赶超，转向可持续和包容性的企业增长模
式。③ 不过综合看来，以往研究仍是停留在理论分析和质性研究的层面上，也囿于企业家和企业层
面的微观调研不足，缺乏从企业内部机制的深入探讨，以及联合企业发展环境外部视角的探索分
析，进而使得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的关系未能得到充分的探索。
鉴于此，本文基于２０２０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结合多维度的区域层面数据，从企业内部

用工转型和外部数字生态赋能的新视角进行研究，分析考察了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的影响及
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深度的增加，形成了更高的工资增长，尤其高新技术企业和战略
新兴企业的增长更大，而有技能升级趋势和技能匹配倾向的用工企业有显著增长。中介分析表明，
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可以通过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工、人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等内部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同时，数字生态禀赋对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
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数字基础、软件技术、数字安全、数字开放、行业数字水平较高
的区域，企业数字化深入带来的工资增长更快。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一是学理上，与工资增长、定向技术革新、数字生态等文献脉络进行

对话，从内部中介效应和外部调节作用的视角展开分析，增进了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间关系的理
论认识。二是测量上，从企业家和企业匹配的视角，通过调查数据来创新性地评估企业数字化深
度，既区别于有关国有企业数字化的质性分析和案例研究，又补充了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的档案研
究，更多聚焦于使用调查方法来研究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与普惠增长实践。三是分析上，基于微
观调研的证据优势，结合企业用工转型和数字生态赋能的新视角，揭示了数字化对工资增长的影响
路径，并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法验证了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工、人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
等影响路径；同时，从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角度，通过匹配多维度的区域数据，探讨了数字基础、
软件技术、数字安全、数字开放、行业数字水平等数字生态禀赋对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
关系的调节作用，着力提升了实证结论的解释度和系统性。四是政策实践上，对于推动数字中国建
设和实现新型工业化具有一定启示，为增强企业用工的可持续性和促进收入普惠增长提供了参考依
据。企业家需要依托高水平的人力资源禀赋和数字资源禀赋，用活员工存量、优化技能结构、完善
薪酬设置，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对工资增长进行合理分配，并加强生产过程的分工互惠，提升灵活用
工的社会保障，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
在经济学领域长期存在着一个谜思，即为何工资增长水平常常低于劳动生产效率。④ 为探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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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３）：４３３－４４４；蔡昉、都阳：《工资增长、工资趋同与刘易斯转折点》，载 《经济学动态》，２０１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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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的潜在原因，除了顾及宏观外部环境、行业垄断或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政策的问题①，也需要在
微观层面上考虑企业技术进步的吸收应用不平衡和生产力差异扩大的问题②。由此，一个新近讨论
的机制在于，部分先发企业通过技术变革获得了较高生产力，形成了行业竞争优势，却只单单增加
高技能工人的工资，在提高利润率的同时，却未合理地分配给全体劳动者；另一部分匮乏先进技术
的后发企业，由于经营状况受限则更加难以提高雇主对员工工资的支付空间。③ 进而，引致了企业
工资增长放缓，行业部门间工资差距扩大，工资水平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甚至会使得低技能工人
的收入增长受到钳制。④ 那么，企业数字化技术使用的不断深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到底会
为工资增长带来何种变化？

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企业借助数
字技术将各类信息转化为计算载体可识别的数据进行加工、储存、分析和传递，并以数据流引领技
术流、人才流和物资流，提升交易效率和延长产业链上下游，由此推动了分工演进、组织创新和企
业增长。在我国，数字技术应用已对企业的产品设计、行政人事、客户营销、质量监控以及供应链
管理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通过降低运营成本、提高劳动产出、实施管理创新和优化内部用工结构，
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⑤ 为此，企业家对资本节约型和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投入决策和福
利分配，直接影响着企业生产力和企业工资增长水平。而随着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其商业模式、生
产决策、治理机制、组织结构和战略目标将会更新迭代，尤其是技术先发企业的优势特征更为明
显，已然显现为部门组织的网络化、生产经营的柔性化、产品制造的迭代化、营销服务的细致化及
研发模式的开源化，进而跃迁至更包容的技术进步和更高维的分工结构。⑥

企业数字化深入对工资增长的影响也有着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企业数字化作为产出
增长型技术进步，在资本和劳动比率保持不变时，会使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各自同比例地增
加。⑦ 但技术进步并非是中性的而是有倾向的。⑧ 过往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使得国内的资本密集
型、劳动密集型以及垄断性产业的工资水平呈现明显的分化趋势⑨，随着企业数字化的深入，技术
和技能的互补效应将愈发显现：一是在行业间的分工水平上，高新技术行业或专精特新行业可以较
好地产生乘数效应和先发优势，促进当地产业链升级和前沿科技部门的创新，给企业带来高薪岗位
规模的扩张，并同时拉动中等技能人员的工资增长。�10 二是在企业间分工上存在技术扩散不均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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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心郭等：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

工人技能不匹配，人工智能、机器人、３Ｄ打印或物联网等数字设备主导的生产方式，需要相适应
的专业人才，这也倒逼企业进行人力资本结构转型和低技能用工升级，招用更多的高技能工人①，
由于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报酬递增效应，进而加快了工资增长。综上，本文提出：
假设１：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带来员工整体更高的工资增长，且存在着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
（二）定向技术革新和企业用工转型
作为工资增长的内在影响机制，技术进步所推动的企业用工转型，将在市场秩序和产业竞争的

法则中产生利润和达到经济平等，犹如凯恩斯在 《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所讨论的，工
业技术创新带来了更高效的生产力，部分技术失业的劳工将以崭新的方式投入劳动力市场。② 而企
业的定向技术革新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既可以带来利润最大化选择下的专用资本，也
可以带来工资水平的提高。③ 基于Ａｔｋｉｎｓｏｎ和Ｓｔｉｇｌｉｔｚ关于适宜技术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的
探讨，Ａｃｅｍｏｇｌｕ拓展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概念，认为企业生产受到当下特定技术和劳动要素
的限制，员工技能会随着市场需求而变化，特定人力资本的工资溢价来源于企业投资新兴技术的内
生变革。④ 企业工资增长的分化，不仅仅在于员工个体的技能差异，也来源于企业家投资专用技术
和用工的匹配程度、组织分工的生产特征以及人才薪酬设定政策。⑤

由此，企业家对于生产决策的转向、数字技术和用工的组合分配，影响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
的结构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⑥ 从中介机制来看：第一，在具有活力和有效供给的行业竞争中，分
工效率和议价活动不断优化，企业招工借助数字平台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搜寻更为专业的
工程人才，并与数字技术适配以提高生产率；而技能偏向型技术引起了生产率和工资增速的差异，
使得科技企业和一般企业在人才招聘过程中，都偏爱招用高技能员工，并支付溢价工资以及扩大产
业用工规模。⑦ 第二，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升级和工资分配差距也来源于企业家管理人才和企业用
工的战略差异⑧，尤其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显现，价值链大幅提升，过往物
质资本的投资已然转变为数字资源的投资，企业家需要选择数字技术扩散的深度⑨，并调整与之适
应的企业人才结构。企业由于生产技术和资本强度提升，会通过数据资源来动态调整空岗弹性和平
衡用工成本，增强生产用工规模和预期信心，为企业增效提质�10，同时，企业会使用灵活用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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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ｄｎｅｒ，ｅｔ　ａｌ．“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ｏｍ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y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４
（４）：２５３－２６１．
郭凯明、杭静、颜色：《资本深化、结构转型与技能溢价》，载 《经济研究》，２０２０ （９）。

Ｓ．Ｂａｓｏｖ，ｅｔ　ａｌ．“Ｗｏｒｋｅ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　Ｊｏｂ－Ｆｉ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７０：

１５９－１７７；刘政、姚雨秀、张国胜等：《企业数字化、专用知识与组织授权》，载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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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外包和共享用工等新用工形态，提升分工专业化和组织效率①，形成互补效应以提高生产力，进
而带来工资增长。
假设２：企业数字化深度的增进，将推动企业用工的转型升级，并由此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
（三）数字生态禀赋和企业发展环境
就企业发展的外部条件来看，工资增长往往受到技术进展和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影响。高质量的

区域数字生态，是由异质的技术主体及其之间关系网络组成的可持续、集成化和自组织的复杂系
统②，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市场机制、共享平台、科技政策和社会治理等宏观维度的有机联系③，
让经济组织进行非线性式和跨越式的互动，促进企业创新变革④。数字技术密集的区域市场，拥有
更丰富的数据流、技术流、人才流和物资流。一方面，在破坏性创造引致的技术危机中，良好的数
字生态具有韧性和适应性的功能特点，可以为产业内的企业竞争提供平台支持；另一方面，在区域
积累创新禀赋的过程中，完善了数字基础设施，提升了数字软件水平，形成了安全开放的数字产业
和市场环境。⑤ 而这一良好的数字生态可以赋能企业转型，尤其是后发企业，可以更低的用工成本
产生互补效应并集成自身的比较优势，提高交易效率和融入产业链分工，让企业以更短的时间形成
稳定增长，进而构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由此，数字技术密集的发展环境，拥有更高的知识禀赋、生产效率和规模效应，加速了企业的

干中学并集聚增长动力。从调节机制来看：一方面，企业数字化深入的过程也是技术创新变革深化
的过程，数字生态可以提供数据、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禀赋的动态支持⑥，基于前沿通用技术和专业
知识的溢出效应，尤其是处在有限资源和增长需求之间矛盾关系中的后发企业得以赋能，加快了多
种基础信息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在实体运营中的融合迭代；同时，高水平的数字生态具有非争夺性
和非拥挤性的平台属性，缓解了中小企业转型能力不足和要素资源缺乏的难题⑦，这既便于企业家
聚合资源，又利于生产报酬递增，更利于企业发展赶超和商业模式转型。另一方面，高质量的数字
生态，可以使企业更好地进行互惠合作与分工，基于稳定安全的数据生态圈进行生产任务的共享协
作，防止创新过程中的垄断风险，降低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同时也释放了数字要素的无形价值，
激发了创新知识的流动和数字技能的形成，进一步缩小了技术鸿沟，促进了工资增长，推动了劳动
就业的公正转型和收入福祉的合理分配，有益于企业用工的可持续性和实现包容性增长。⑧ 综上，
本文提出：
假设３：数字生态禀赋在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即在高质量的

数字生态中产生了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Ｙ．Ｚｈａｎｇ．“Ｒｅ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ｏｆ
Ｅｃｏ－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３，４４ （１）：４４－７２．

Ｆ．Ｓｕｓｓａｎ，ａｎｄ　Ｚ．Ｊ．Ａｃｓ．“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７，４９ （１）：５５－７３．
毛荐其、刘娜：《技术生态视野下的新技术涌现机理探析》，载 《管理世界》，２０１１ （１２）。

孙伟增、毛宁、兰峰等：《政策赋能、数字生态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载 《中国
工业经济》，２０２３ （９）。

Ａ．Ｂｅｌｔａｇｕｉ，ｅｔ　ａｌ．“Ｅｘ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Ｄｉｓｒｕｐ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３Ｄ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y，

２０２０，４９ （１）：１０３８３３；张文魁：《数字经济的内生特性与产业组织》，载 《管理世界》，２０２２ （７）。

李树文、罗瑾琏、胡文安：《从价值交易走向价值共创：创新型企业的价值转型过程研究》，载 《管理世界》，２０２２（３）。

Ｃ．Ｈｅｌｆａｔ，ａｎｄ　Ｒ．Ｒａｕｂｉｔｓｃｈｅｋ．“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ｆｉ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Ｂａｓｅｄ　Ｅｃ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y，２０１８，４７ （８）：１３９１－１３９９；黄送钦、禹心郭、吕鹏： 《平台的力量：设立研发平台能促进企业创新
吗？》，载 《经济管理》，２０２３ （２）。

Ｄ．Ｓｉｌｖａ，ｅｔ　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ｂａｓ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y，２０１８，４７ （１）：７０－８７；赵涛、张智、梁上坤：《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载
《管理世界》，２０２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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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与数据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说明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２０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自１９９３年起对我国民营企业开展联合调查，包括了３１
个省级行政区 （不含港澳台地区）各行业的公司和企业家样本，被访企业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相关
调研已在国内外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可，形成了高质量的系列成果。① 最新的第１４轮调查数据涵盖
了企业和企业家状况以及所处行业环境等特征，在本次设计中也增添了企业用工和数字技术应用的
章节。本文区域层面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的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测度的数字生态指标。② 将研究问题所涉及的变量与数据进行匹配，在
分析中剔除缺失值和异常值，得到有效样本２４　２４０个。

（二）模型设定
为实证检验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假说，首先使用多元回归模型，以一个企业关联一个企业家为分

析单元，将企业工资增长水平和工资增长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深度作为解释变量，构
建以下计量模型：

　　Ｇｒｏｗｔｈｉｊ＝β０＋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ｊ＋β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εｉｊ （１）

其中，下标ｉ和ｊ分别表示企业所在行业和区域，控制变量包括一系列企业家层面和公司层面
的变量，为减小遗漏变量造成的偏差，回归模型中包含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区域固定效应。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化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微观中介效应，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法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进行检验，引入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工、企业员工扩张和预期扩张
信心等机制变量。
同时，在调节效应上，为讨论企业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的外部发展环境，在回归方程中加入

数字化深度与数字生态禀赋系列变量 （Ｅｃｏｓyｓｔｅｍ）的交互项：

　　Ｇｒｏｗｔｈｉｊ＝β０＋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ｊ＋β２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ｊ×Ｅｃｏｓyｓｔｅｍｊ＋β３Ｅｃｏｓyｓｔｅｍｊ＋β４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ｉｊ＋εｉｊ
（２）

（三）测量维度与描述性统计
（１）主要解释变量。企业数字化深度 （Ｄｉｇｉｔａｌ）由企业家汇报的企业数字化深入程度表征，

在调研设计时，主要从行政人事、产品设计、客户销售、供应链以及安全监控等方面综合评判，其
被衡量为 “无数字化流程、初始阶段 （开始建设）、使用阶段 （部分已数字化）、中等程度 （多环节
打通）、一体化 （各部分实现集成）”五个渐进维度。

（２）被解释变量。企业工资增长主要体现在工资增长水平和工资增长状况两个方面。第一，企
业工资增长水平 （Ｇｒｏｗｔｈ＿Ｌ）是内部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综合指标，为避免工资数据波动过大
造成的异方差等问题，本轮调查进行了比例处理，根据企业员工月工资分布情况 （月收入５　０００元
以下、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元、１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元，２０　０００元以上），按比例加总并估算单个企业的平均
工资水平。第二，企业工资增长状况 （Ｇｒｏｗｔｈ＿Ｃ）测量 “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员工平均月收入”
情况，由此观察企业内部上一年度到当期的增减趋势，也通过两期数据的比较来缓解一定的内生性
问题，分为 “下降１０％以上、下降１０％以内、基本持平、上升１０％以内、上升１０％以上”五类。

—２９—

①
②

陈光金、吕鹏、林泽炎等：《中国私营企业调查２５周年：现状与展望》，载 《南开管理评论》，２０１８ （６）。

王娟、张一、黄晶等：《中国数字生态指数的测算与分析》，载 《电子政务》，２０２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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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也加入了 “与２０２０年一季度相比，员工平均月收入”题项，并将相应的工资增长状况
（Ｇｒｏｗｔｈ＿Ｓ）用作稳健性检验。

（３）中介变量。企业用工转型是解释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的作用路径，主要有招工竞争活力
（Ｖｉｔａｌｉｔy）、企业灵活用工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y）、人员规模提升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和预期扩张信心 （Ｅｘｐｅｃ－
ｔａｔｉｏｎ）四个因子。

（４）调节变量。数字生态禀赋刻画了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通过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机构联合测度的数字生态相关数据表征，包括当地数字基
础水平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软件技术水平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数字安全水平 （Ｓａｆｅｔy）、数字开放水平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行业数字水平 （Ｉｎｄｕｓｔｒy）等。
此外，本文在两个层面对模型进行了变量控制：企业家层面，包括年龄 （Ａｇｅ）、性别 （Ｇｅｎ－

ｄｅｒ）、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政治面貌 （Ｐａｒｔy）、政治地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和经济地位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公司层面，包括是否有董事会 （Ｂｏａｒｄ）、企业家和家族出资占比 （Ｆａｍｉｌy）、是否有独立董
事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经营年限 （Ｆｉｒｍ－ａｇｅ）、营业收入 （Ｒｅｖｅｎｕｅ）、企业负债率 （Ｄｅｂｔ）、企业规
模 （Ｓｃａｌｅ）、政府补助 （Ｓｕｂｓｉｄy）、企业投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和物流成本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为进一步减
少遗漏变量，在模型中加入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１为基准回归的结果。其中，列 （１）展示了控制企业家层面和公司层面特征的实证结果，

可以发现：数字化深度对员工整体工资增长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列 （２）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
定和地区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数字化深度对企业工资增长水平有明显的正向影
响，并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随后，由列 （３）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相较于往年同期，
数字化深度对企业内部工资增长状况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列 （４）中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和地区
固定效应，结果显示上述结论仍然成立，数字化深度对企业内部工资增长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并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综上说明，企业数字化的深入为企业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假设１得
到了实证支持。

　表１ 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２）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３）

Ｇｒｏｗｔｈ＿Ｃ
（４）

Ｇｒｏｗｔｈ＿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７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４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５）

企业家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公司层面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样本数 ２０　８９１　 ２０　７９５　 ２４　２４０　 ２４　２４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１０５　 ０．２０６　 ０．０６７　 ０．０７１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１．内生性处理
企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员工工资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进而使研究结论产生偏误。一

方面是逆向因果关系。随着企业数字化的加深，企业可能以高工资招用更多的高技能人才，从而
—３９—



禹心郭等：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

为数字化深入转型提供了支持；同时，数字化是企业商业模式、生产治理和组织结构的战略决
策，受到企业家精神、人力资本和创新禀赋的影响，并非简约的单向度关系。另一方面，尽管
本文已在企业家、公司、行业和地区等多维度进行了控制，但是依旧难免存在遗漏变量和样本
偏差的潜在问题。为此，在调查中，嵌入了工具变量题项并结合两阶段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
问题。

一是参考前人的研究思路①，在企业所在地的加总层面，当地的基础硬件状况和政务支持对企
业数字化转型十分重要。调查中汇总了企业在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其中外部的 “当
地基础硬件”和 “政府服务”都会影响企业数字化的深入程度，两者兼备记为１，否则为０。其满
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所刻画的当地数字设施政务能力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与个别企业
的工资增长并没有逻辑关联，也易于满足外生性假设的约束条件。

二是参考前人的研究思路②，在企业家层面，对数字智能技术的认知、技能和战略管理将会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度。为此，特别调查其在工作中是否接触过智能技术，具体包括３Ｄ打印、数据
挖掘、推荐系统、自然语言处理、区块链、云计算、图像识别、机器学习、自动驾驶、物联网、机器
人、语音识别、智能音箱、ＡＲ／ＶＲ等１４项技术，若不涉及以上任何技术，则标记为０，否则为１。

企业数字化的深入程度与所刻画的企业家数字认知能力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ＡＩ），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条件，但与个别企业的工资增长并没有逻辑关联，也易满足外生性假设的约束条件。

随后，使用工具变量进行２ＳＬＳ检验，表２展示了检验结果，在控制企业家层面、公司层面特
征以及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下，列 （１）和 （３）显示，第一阶段的工具变量与企业数字化
深度皆显著相关，其中Ｆ统计量均大于临界值１０，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接
受备择假设 “Ｈ１：内生变量与工具变量相关”，说明本文采用的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列 （２）

和 （４）展示了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深度与员工的工资增长水平和工资增长状况
均显著正相关，此外，辅助的 Ｗａｌｄ检验均显著通过。综上而言，研究发现与假说１基本一致，也
表明在考虑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即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带来了员工整体更高的工资增长。

　表２ 内生性问题处理

变量

（１）
第一阶段

（２）
第二阶段

（３）
第一阶段

（４）
第二阶段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Ｌ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０．０４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５）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ＡＩ ０．３０９＊＊＊
（０．０１６）

０．３２１＊＊＊
（０．０１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４４２＊＊＊
（０．０８１）

０．０７４＊＊
（０．０３７）

样本数 ２０　７９５　 ２０　７９５　 ２４　１２５　 ２４　１２５

Ｒ２ ０．１７８　 ０．１７９　 ０．１５９　 ０．０７１

Ｆ统计量 ５９．５４　 ６１．２７

Ｗａｌｄ检验统计量 ２９．７０＊＊＊ ３．９５＊＊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误；回归结果均控制了企业家层面和公司
层面特征以及行业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后文表格如无特殊说明，均与此表格设定相同。

—４９—

①

②

刘政、姚雨秀、张国胜等：《企业数字化、专用知识与组织授权》，载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０ （９）；倪克金、刘修岩：《数字
化转型与企业成长：理论逻辑与中国实践》，载 《经济管理》，２０２１ （１２）。

Ｒ．Ａｄｎｅｒ，ｅｔ　ａｌ．“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ｒｏｍ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y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９，４
（４）：２５３－２６１；戚聿东、肖旭：《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变革》，载 《管理世界》，２０２０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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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排除行业和区域干扰
首先，剔除部分行业样本，主要是金融业、信息服务业、交通运输和仓储业及科学、教育、文

化和卫生业等行业的企业样本，原因是其数字化程度较为深入、工资水平较高且企业工资更易增
长，进而令研究关系容易产生潜在的偏差。样本剔除后的结果如表３列 （１）和 （３）所示，结论依
然稳健。其次，剔除部分区域 （主要是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样本，主要是为了排除行政区划和地域
政策的潜在影响，样本剔除后的结果如列 （２）和 （４）所示，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表３ 排除行业和区域干扰

变量

（１）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２）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３）
Ｇｒｏｗｔｈ＿Ｃ

（４）
Ｇｒｏｗｔｈ＿Ｃ

剔除部分行业 剔除部分区域 剔除部分行业 剔除部分区域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４１＊＊＊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６）

样本数 １８　６６０　 １７　２２５　 ２１　６０９　 １９　９９１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１９５　 ０．１５６　 ０．０７０　 ０．０７０

３．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模型
为使上述结果的可靠性得到更多支持，本文又进行了以下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首

先，更换被解释变量，构建相较于２０１９年工资的滞后期因变量，在调查设计中，嵌入 “与２０２０年
一季度相比，员工平均月收入”一题，设置１～５分由下降至增加的比较维度 （Ｇｒｏｗｔｈ＿Ｓ）。如列
（１）所示，企业数字化深度依旧促进了工资增长，并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显著效应。其次，
变换Ｏｒｄｉｎａｌ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检验，对被解释变量的有序等级展开估计，如列 （２）和 （３）所示，
主要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成立。最后，将因变量处理为二分量 （Ｇｒｏｗｔｈ＿Ｂ），工资增长则为１，否
则为０，进而替换使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重新检验，结果如列 （４）所示，主要研究结论依然稳健成立。

　表４ 更换被解释变量和模型

变量

（１）
更换因变量

（２）
替换ＯＬｏｇｉｔ模型

（３）
替换ＯＬｏｇｉｔ模型

（４）
替换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Ｇｒｏｗｔｈ＿Ｓ　 Ｇｒｏｗｔｈ＿Ｃ　 Ｇｒｏｗｔｈ＿Ｓ　 Ｇｒｏｗｔｈ＿Ｂ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８）

样本数 ２４　１２５　 ２４　１２５　 ２４　１２５　 ２４　１２５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４　 ０．０８３

（三）异质性分析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具有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

性。尤其是在行业间的分工上，技术密集型产业可以较好地产生乘数效应和先发优势，高新技术企
业或专精特新企业会更多地扩散普及数字技术，带动中高技能岗位的工资水平上升。① 为此，在研
究设计中，参照已往文献对民营企业所属产业的划分方法②，设置了是否为 “高新技术企业”和
“战略性新兴企业”的题项。表５为分组回归的结果，列 （１）和 （２）显示，无论高新技术或非高
新技术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员工工资增长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促进作用，而高新技术企业的

—５９—

①

②

Ｎ．Ｌｅｅ，ａｎｄ　Ｓ．Ｃｌａｒｋｅ．“Ｄｏ　Ｌｏｗ－Ｓｋｉｌｌ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Ｇ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Ｈｉｇｈ－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ｓ，Ｅｍ－
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ｇｅ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ｏｌｉｃy，２０１９，４８ （９）：１０３８０３．
毛宁、孙伟增、杨运杰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以中国高速铁路为例的实证研究》，载 《数量经济技术

经济研究》，２０２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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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更大。列 （３）和 （４）显示，无论战略性新兴或非战略性新兴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也
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促进作用，而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效应更大。

　表５ 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分组检验

变量

（１）
高新技术

（２）
非高新技术

（３）
战略性新兴

（４）
非战略性新兴

（５）
技能升级

（６）
未升级

（７）
技能匹配

（８）
未匹配

Ｇｒｏｗｔｈ＿Ｌ　 Ｇｒｏｗｔｈ＿Ｌ　 Ｇｒｏｗｔｈ＿Ｃ　 Ｇｒｏｗｔｈ＿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１４９＊＊＊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６）

０．１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样本数 ５　０１２　 １４　４６４　 ３　８１７　 １５　５４２　 ２１　９２４　 １　１７０　 ６　３９０　 ５　７１８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２７１　 ０．１６４　 ０．２４１　 ０．１９１　 ０．０６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６６　 ０．０７１

同时，在企业分工上，数字化的深入会带来企业员工规模的增长，但技术扩散不均衡和工人技

能不匹配，提高了技能溢价和专业人才的工资增长①，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报酬递增效应，倒逼企业

对低技能用工升级，招用更多的高技能工人，进行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为此，实证分析中，通过调

研企业招工行为中是否 “倾向招聘低技能和非熟练工人”识别企业是否有技能升级趋势，通过企业

招工中是否受 “职业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影响，识别企业招工是否倾向技能匹配。表５的分

组回归结果中，列 （５）和 （６）显示，有技能升级趋势的企业，数字化深度对企业内工资增长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有促进作用，而没有技能升级趋势的企业则无显著的工资增长。列 （７）和 （８）

显示，有技能匹配倾向的企业，其数字化深度对企业内工资增长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正向影

响，而当前没有技能匹配倾向的企业，则未见显著的工资增长。

五、影响机制分析

（一）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使用了似不相关回归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６汇报了数字化深度对企业工资增长的内在

作用机制。数字化的深入加速了企业用工的转型升级，即增大了企业招收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推动

企业转向效率更高的新用工形态，提升内部用工规模和预期扩张的信心等，由此促使企业进行人力
资本升级，进而带来了工资增长。

中介因子 （１）是招工竞争活力 （Ｖｉｔａｌｉｔy），刻画了企业是否参与 “同行业人才竞争”，以此在
具有活力和有效供给的行业招工竞争中，进一步提高工资增长水平。中介因子 （２）是企业灵活用

工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y），刻画了企业是否使用 “共享用工、劳务派遣、业务外包、非全日制用工和远程
办公”等更为灵活的用工形态，以此加速提升生产效率和专业分工，进而使得工资增长。

在实证检验中，列 （１）展示了第一阶段的结果，即数字化深度的增加，更易令企业参与同行

业人才的竞争，列 （２）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招工竞争活力作为中介因子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

企业在市场的人才有效供给中，为吸纳行业人才进而为用工转型升级，加速了工资增长，中介效应

检验结果显著。列 （３）展示了第一阶段的结果，即数字化深度的增加，加快了企业灵活用工，在

内部劳动力市场形成互补效应，列 （４）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企业灵活用工作为中介因子变量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工提升了专业化并提高了生产力，增强了组织效率，进而带来工资增长，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著。

—６９—

① Ｆ．Ｆｏｓｓｅｎ，ａｎｄ　Ａ．Ｓｏｒｇｎｅｒ．“Ｎｅｗ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Ｗ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２２，１７５：１２１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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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６ 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的内在作用机制

变量

（１）
因子

（２）
因变量

（３）
因子

（４）
因变量

（５）
因子

（６）
因变量

（７）
因子

（８）
因变量

Ｖｉｔａｌｉｔy　 Ｇｒｏｗｔｈ＿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y　Ｇｒｏｗｔｈ＿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Ｃ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Ｃ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

Ｖｉｔａｌｉｔy ０．１３８＊＊＊
（０．０３５）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y ０．１０３＊＊＊
（０．０２２）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０．４０６＊＊＊
（０．００７）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０．２３８＊＊＊
（０．０１２）

样本数 １０　６４４　 １０　６４４　 ２０　７９５　 ２０　７９５　 ２４　１２５　 ２４　１２５　 ２４　１２５　 ２４　１２５
中介检验
Ｐ＞｜Ｚ｜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数字化的深入加速了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升级和用工的战略转型，同时由于生产技术和资本强
度上升，企业家会选择数字创新扩散的深度，平衡员工空岗弹性、扩大用工人员和预期规模。表６
也汇报了数字化深度对企业内工资增长的作用机制，企业人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显著影响了
企业的工资增长。

中介因子 （３）是人员规模提升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调查汇报了 “与２０１９年同期相比，企业用工
总量”的变化，主要与往年的企业用工规模进行比较；中介因子 （４）是预期扩张信心 （Ｅｘｐｅｃｔａ－
ｔｉｏｎ），调查汇报了 “近期是否计划招用新员工”，主要刻画企业是否有用工扩张的规划和预期规模
的增长。

在实证检验中，列 （５）展示了第一阶段的结果，即数字化深度的增加，更易促进企业用工扩
张，列 （６）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人员规模提升作为中介因子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为吸
纳用工人才促进转型升级，劳动分工的专业化报酬递增效应加速了企业内工资增长，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显著。列 （７）展示了第一阶段的结果，即数字化深度的增加，提升了企业用工扩张计划和预期
信心，列 （８）的第二阶段结果显示，预期扩张信心作为中介因子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企业用工扩
张升级和预期信心上涨加速了企业内工资增长，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著。综上，企业数字化深度增
加，通过内部劳动力市场升级和用工转型，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假设２得到了证实。

（二）调节效应分析
企业工资增长受到外部的技术进展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在数字化深入的过程中，高质量的区

域数字生态可以提供要素禀赋的动态支持，赋能企业升级和给予平台支持，尤其处在有限资源和增长
需求矛盾关系中的后发企业，可以更短的时间形成稳定增长，进而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表７展示了区域层面上，数字生态禀赋的系列变量在企业数字化深度与工资增长关系中的调节
效应。列 （１）～（５）分别展示了数字基础水平、软件技术水平、数字安全水平、数字开放水平及行
业数字水平的调节作用，这些变量与数字化深度的交互项对工资增长都呈现正向的促进效应，且其
系数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７ 数字化深度与数字生态禀赋的调节效应

变量
（１）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２）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３）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４）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５）

Ｇｒｏｗｔｈ＿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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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变量
（１）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２）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３）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４）

Ｇｒｏｗｔｈ＿Ｌ
（５）

Ｇｒｏｗｔｈ＿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３）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９）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０．３２７＊＊＊
（０．０５２）

Ｓａｆｅｔy×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Ｓａｆｅｔy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３）

Ｉｎｄｕｓｔｒy×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Ｉｎｄｕｓｔｒy ０．０７８＊＊＊
（０．００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２）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８＊＊＊
（０．０１８）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６）

样本数 ２０　７９５　 ２０　７９５　 ２０　７９５　 ２０　７９５　 ２０　７９５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Ｒ２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７　 ０．２０６　 ０．２０６

由此也说明，高水平的数字生态禀赋为企业数字化深入和工资增长提供了支撑，尤其是加快了
数字基础设施的应用、多种信息硬件技术和软件技术在实体运营中的融合迭代，数字平台的非拥挤
性属性更便于企业聚合资源和赶超增长。同时，高质量的数字生态为企业数字化深入和工资增长提
供了支撑，防止了创新过程中的垄断风险，缩小了数字技术鸿沟，也使得产业链和企业间可以更好
地进行生产互惠，促进了合作分工和工资增长，推动了收入福祉的合理分配，进而实现包容性增
长。综上，研究假设３得到了实证支持，数字生态禀赋在企业数字化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发挥了正
向调节作用，即在高质量的数字生态禀赋下，企业数字化深入带来了更高的工资增长。

六、结论与启示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举措，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需

要把高质量发展紧密贯穿于新型工业化全过程。随着数字化的不断深入，科技革新在促进企业生产
效率和生产模式变革的同时，也在推进企业用工转型和人力资本升级。党的二十大报告已明确将
“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作为主要目标，在高质量
发展阶段中，推动整体收入普惠增长，促进共同富裕，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的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也指出，要夯实数字设施环境，强化数字人才支
撑，优化数字治理生态。由此，如何防范破坏性创造对区域发展带来的不可持续问题，如何更好地
进行合作分工与生产互惠，如何推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亟需有效的研究关注和政策
引导。

为此，本文使用２０２０年中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并结合区域数据，从企业内部的用工转型和外
部数字生态赋能的新视角系统考察了企业数字化深度对工资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深
度的增加，形成了更高的工资增长，且有着偏向技术和技能互补的异质性。进一步通过中介分析检
验了企业用工转型的升级路径，并发现企业数字化的深入，可以通过招工竞争活力、企业灵活用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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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员规模提升和预期扩张信心等机制带来更高的工资增长。同时，数字生态禀赋在企业数字化
深度和工资增长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加速了企业数字化深入带来的工资增长。基于结论，本文
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加快数字中国建设，以智能化培育新动能。构筑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禀赋，夯实数字

化、迎接智能化，在破坏性创造过程中，搭建具有韧性和适应性的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公正的产业
竞争环境和适宜的平台系统，以支持企业转型升级。这也需要协同数字政务和数字治理体系，进一
步强化普惠型科技的支撑投入，切实关注企业端的真实需求，实现产业要素的连接与均衡分配。
第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以开放引导合作共赢。建立行业通用的智能技术标准

和兼容的管理框架，提升设备使用的生命周期，善用阶段性的支持、补贴和融资政策助力企业转型
升级，尤其关注先进和后发地区间的对接互补效应、传统和新兴产业间的融合溢出效应、龙头企业
和专精特新企业带动的乘数效应，以此打破要素流动的垄断壁垒，增进公平的营商环境。
第三，管理者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以社会责任促进普惠发展。企业家需加深对数实融合的了

解，识别适合企业发展的柔性战略和增长模式，优化企业用工的可持续性和人力资本结构配置，承
担促进共同富裕的社会责任，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应对智能技术带来的工资溢价，扩大雇主与人才的
交流路径和议价空间，用活员工存量和再培训，加强新用工形式的社会保障。
第四，发展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培育体系，以高质量充分就业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数字

经济创造了新业态和新技能，为就业优先战略的落实提供了机遇，填补了新兴产业的人才缺口，政
府、行业、学校、企业和劳动者需要多方协作，支持中低收入人群多渠道就业，完善技能要素分配
制度，拓宽员工技能和岗位适配度，更好地促进数字中国与技能中国协同发展。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Ｗａｇｅ：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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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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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伯英　责任校对　王伯英　张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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